我国法律体现了对邪教犯罪的从严惩治
——专访北京市高法法官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将依法治国提上了一个新高度。依法治国的先决条件就是“有法可依”，我们在打击邪教上同样如此，但反邪教方面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同时，自10月份山东招远邪教徒杀人案之后，是否有必要启动反邪教立法也为社会所热议。针对这一问题，凯风网专门采访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涉邪教类案件审理的于法官。
　　记者：我国现行的反邪教立法方面的情况如何？
　　于法官：法院审理起诉构成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所以，从法院的办案角度看反邪教立法，我们对邪教犯罪处理的依据主要是《刑法》第300条。

　　《刑法》第300条有三款，规定了三类行为。第一款规定了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款规定了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第三款规定了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根据《刑法》300条的规定，同时根据刑法原理做了一些拓展性解释。1999年和2001年，“两高”相继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解释、拓展了《刑法》第300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利用邪教从事的一些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犯罪行为，认定为强奸罪或者定诈骗罪；对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制度的，可以定为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还可以定为诽谤罪和侮辱罪；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帮助邪教人员自杀、自残可能构成杀人伤害罪，等等。我们在实践中处理的邪教案件主要就依据《刑法》第300条及1999年和2001年两高出台的两个关于这类案件的具体性法律问题的解释，这些是目前我们处理邪教案件的主要实体性法律依据。

　　记者：针对司法实践当中一些涉邪教案件，现行法律的适用范围和量刑标准如何？
　　于法官：法院定刑量刑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判决必须要有明确法律依据。我们的依据就是《刑法》第300条，刑法尺度比较清楚。对于量刑，法律规定有两档，第一档是“基本犯”，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对此，“两高”的司法解释有具体规定。比如制作、传播邪教传单、图片、标语、报纸300份以上，书刊100册以上，光盘100张以上，录音、录像带100盒以上的；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DVD、VCD、CD母盘的；利用互联网制作、传播邪教组织信息的；在公共场所悬挂横幅、条幅，或者以书写、喷涂标语等方式宣扬邪教，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因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又制作、传播的，依法以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制作、传播邪教宣传品数量达到前述规定的标准五倍以上，或者虽未达到五倍，但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危害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在有期徒刑七年以上量刑。所以，对于量刑的规定是非常具体、非常清楚的。

　　记者：依法治国要做到有法可依，是否有必要专门制订一部“反邪教法”呢？
　　于法官：从我们法院的层面讲，肯定希望法律越完备越好。制订一个“反邪教法”，把防范、惩处邪教的相关规定、制度进一步细化、系统化，进一步提高、打击邪教犯罪的针对性，从建立法治国家的角度，我个人理解还是有一定意义和必要性的。

　　记者：从执法层面，我国现在依法惩治邪教的力度如何？
　　于法官：邪教犯罪和一般的犯罪不一样。一般而言，邪教犯罪是一种反社会、反人类、反理智的极端社会行为，所以它的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在一些特定的情况，危害性甚至更为突出。我们看到，在一些案件中，行为人利用邪教教唆、煽动人自残、自杀，甚至因为信邪教走火入魔，本人也实施一些比较严重的犯罪。像大家都知道的近期山东招远的全能神打人致死案件。所以，邪教犯罪，其危害性是比较突出的，在一些特定场合下来看，有些是特别严重的。所以，我们立法把它纳入犯罪，予以定罪量刑，从法律上看体现了对这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精神。

　　记者：那么，由于邪教犯罪的特殊性，涉邪教犯罪的重犯率是否也比较高呢？
　　于法官：邪教犯罪有思想因素在里面，从目前看，经过司法处理以后，邪教犯罪人重新犯罪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邪教违法犯罪行为的治理需要一个综合治理的理念。一方面，要运用我们的刑事手段，对一些构成犯罪的严重违法行为以予刑罚处罚这种打击。在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运用其他手段共同治理。反邪教本身是一场人民战争，所以需要一些防范措施，还需要教育、卫生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去引导公众，远离邪教。所以，对邪教行为构成犯罪的要打，同时还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比如还有一些经济处罚手段铲除邪教犯罪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样多管齐下、坚持综合治理，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现在来看，邪教犯罪行为人有一定的重新犯罪问题，但总体上还处于一个可控状态。

　　记者：邪教犯罪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于法官：近几年，北京法院审理的邪教犯罪案件逐年呈现递减的态势，逐渐减少，但目前还是屡打不禁，每年还是会有一些犯罪，每年全市都会处理一些案子。所以，邪教犯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持久性，反邪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个特点，犯罪方法上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目前邪教犯罪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犯罪方法、犯罪手段的运用上，较过去不一样了，特别是利用一些高科技手段、借助互联网进行一些传播、宣传、煽动或者成员间联络，从事一些邪教违法犯罪，这是一个发展趋势。

　　第三个特点，组织化程度高、隐蔽性强。随着国家对邪教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强，从事邪教犯罪人员的反侦查意识也在增强。邪教犯罪组织的结构越来越严密，分工明确，并且越来越有隐蔽性，惩处起来比过去更加困难了。

　　第四个特点，境内与境外相结合。从我们处理的案件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境内和境外相互结合勾连的问题。在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件中，明显可以看到外国的一些势力的介入。在我国政府的打击取缔高压态势下，一些邪教分子逃到国外寻求敌对势力的庇护，并以“人权”、“宗教自由”等为护身符，挖空心思加紧向我境内渗透。

　　第五个特点，邪教往往可能会用一些合法的方式掩盖非法犯罪活动。比如我们办理的一些案件中，邪教组织成员策划、组织一些所谓的“维权”活动，推动一些社会矛盾复杂化、公开化，同时裹挟着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但其实质目的就是从事邪教违法犯罪活动。还有就是，煽动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攻击国家和社会制度，有政治化的苗头，这也是目前邪教犯罪的一个动向。

　　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在犯罪主体上呈现老年人占相当比重，从我们查处被告人的构成上看，被告人年龄普遍偏大。而且不少人有前科，之前就是因为从事邪教违法犯罪行为被行政处罚过，甚至判过刑，之后继续从事邪教犯罪。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我们打击邪教这项斗争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们司法处理的难度，给我们司法处理提出一些新问题。特别是我们很多被告人往往年事已高，在整个刑事处理过程中，也给司法机关怎么更好的处理案件，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提出了新的问题。

　　记者：您能不能就如何防范邪教给年轻网友提一些建议？
　　于法官：第一点应是要充分认识邪教的本质，对它的危害性和危险性要有清醒认识。特别是像招远案件，实际上它赤裸裸地给我们展示出这类邪教违法犯罪的危害性。邪教犯罪针对的对象、被害对象很可能是无辜人。不像一般的违法犯罪，比如杀人犯罪，可能有情杀、仇杀等明确的动机。邪教信徒往往因为思想受到邪教蛊惑或控制、操纵，他可以无动机的选择一些无辜的人作为犯罪对象。对于被害人来说，往往防不胜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年轻人应该对邪教的本质有很清楚的认识。

　　第二点，分清邪教与宗教。要把邪教和宗教信仰分开看。我们国家法律保护宗教信仰，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从事邪教不行，也不能以打着信仰宗教的旗号，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点，年轻人应培养一种健康的、积极的生活方式或者一个处事态度。拥抱文明，抛弃愚昧，远离邪教。

